南投縣公立小學校長「去技術化」現象之研究
No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essential distinction between 
how far men work through machines and how far they work as machines

                                     Karl Marx,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時代的進步，教育環境經歷了急遽的變遷，校園變得更加民主開放，家長及社會大眾對於學校教育的期待也大為增加，再加上大眾媒體的自由化與便利性，讓教育行政者必須思考更多因應策略，來適應複雜的教育環境。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教育思想逐漸影響學校教育，競爭、績效責任與控制的思維持續內化為教育政策的一部分，並得到其合理性。
在上述因素的影響下，教育行政人員的工作壓力及工作量與日俱增。照常理來說，政府應賦予教育行政人員更多的權力，以使其「權責相符」，因應複雜化的教育環境。校長身為學校首長，理論上應有足夠的權力來管理學校。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翁禎霞（2009）在其碩士論文《從獨白到眾聲喧嘩─國小校長權力解析》研究中發現，校長有責無權，很多理念無法實踐。Harry Wolcott（1973）在《校長辦公室裡的那個人》（The man in the principal’s office）中曾提及：「領導者在掌握權力的前後，其對權力的想像其實是有落差的，現實與理想總有一段距離」。校長的權力已大不如前，但卻必須背負責任及承擔壓力，如張榮輝（2009）在「2009兩岸三地校長學學術研討會」所言，「過去校長『說了算』，現在校長『說說就算了』」。校內的重要計畫須經集體決定，但校長卻要為成敗負責，造成「負責任的無權決定、享權力的不必負責」的現象，現在的校長往往從「有責無權」變成「赤手空拳」，到最後「委曲求全」。
逐漸喪失權力及控制只是現代小學校長的一部分特徵而已，Briggs-Carter（2002）針對美國德州校長的進行俗民誌研究，透過訪談、田野調查及官方資料分析，他們發現校長的角色已被描繪成法令的遵循者，踵接而來的是忙不完的例行公事，而漸漸喪失了原有的創意，並借用美國學者Michael Apple的概念，形容此種現象為校長的「去技術化」。
誠然，校長的「去技術化」正在發生，但其內涵、範圍與程度為何都值得研究及探討。另外，「去技術化」的概念源自於西方，是否能應用於台灣的情境脈絡中？或者台灣小學校長的「去技術化」研究能開展出不同的結論，也是研究者亟欲探知的研究空間。
貳、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 interview），由研究者設計訪談問題，同時提供開放性問題，對研究對象進行訪談並錄音，完成訪談後整理逐字稿，將研究對象逐一編碼，以利後續研究內容之撰寫。
在研究樣本方面，前導研究（pilot study）將針對不同規模學校（大、中、小）的公立小學校長進行訪談，共3位校長。俟修正訪談問題後，將訪談8位校長，此外在正式研究中，訪談對象將納入教師會成員（理事長2位）、教育處官員（督學1位）、家長會成員（2位）、社區民眾（2位）、學校教師（2位）及行政人員（含主任、幹事共2位）等，藉由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觀點，來拼湊出小學校長「去技術化」的完整面貌。
訪談對象的選取將依照性別、學校規模、地理位置（一般地區、偏遠地區）等因素來決定，研究者將以電話聯絡受訪者，在訪談前徵得當事人同意，將相關資料寄給受訪者參考，並告知本研究為前導研究，承諾保護當事人隱私，所有校名、受訪者姓名及鄉鎮名稱將以代號表示，訪談內容只做為研究用途。
因考量校長校務繁忙，且研究期間正值會計年度即將結束之時，加上許多學校辦理運動會、園遊會等大型活動，因此事先在電話中約定日期時間，以確保訪談的順利進行。另外，訪談時間約30至40分鐘，訪談的地點選在校外的餐飲店，以避免受到打擾或其它之突發狀況。
研究者本身為公立國民小學主任，受訪者大多認識研究者，因此談話內容可能會有所保留。然而研究者對於學校事務的熟悉，有助於理解受訪者的談話，能更深入的分析及探究現象背後的意義。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對象僅限於小學校長，對於其他層級的校長並未列入，且所研究之學校均為公立，不包含私立學校。最後，本研究的地理範圍侷限於南投縣，無法將研究結果推論於其它縣市。未來的研究者如有興趣，可研究不同層級校長的差異，或者比較公私立學校的差別，及其它縣市的實際狀況。
參、研究問題

一、南投縣公立小學校長因受「技術控制」而產生「去技術化」的情形為何？
二、南投縣公立小學校長因受「官僚控制」而產生「去技術化」的情形為何？
肆、文獻探討
一、南投縣的教育概況

南投縣的地理環境一直標榜「好山好水」，而事實上大部分的學校屬於小班小校，由表1-1可以看出，南投縣公立國民小學低於12班的學校就佔了79％，只有三間學校大於49班；在每千方公里學校數部分，南投縣因地理因素，數值偏低，只有36.53所學校。綜合表1-1的分析，可以得知南投縣12班以下學校規模高於平均值（>52.2校），而每千方公里學校數低於平均值（<185.5校），顯示小班小校是南投縣教育的特色，縣政府也極力利用這項特色發展小班教學精神及田園教學；另外，地理環境之偏遠，使得學童上學交通不易，同時也造成文化不利與城鄉之差距情形發生。
表1-1 各縣市政府97學年度（2008-2009）國民小學基本資料概況表

	
	校         數
	教 師 人 數
	職員人數
	班 級 數
	每千方公里

學校數
	學生人數

	
	公 立
	12班以下
	49班以上
	公 立
	公 立
	公 立
	公立
	公 立

	總    計
	2,617
	1,305
	327
	98,634
	7,222
	59,771
	73.36
	1,647,536

	台 灣 地 區
	2,590
	1,280
	326
	98,215
	7,167
	59,534
	72.97
	1,642,997

	台北市
	143
	14
	42
	10,815
	1,156
	5,831
	562.98
	152,880

	高雄市
	88
	8
	28
	5,698
	468
	3,515
	572.92
	105,780

	台北縣
	204
	61
	82
	14,593
	746
	9,047
	102.31
	266,816

	宜蘭縣
	77
	45
	4
	2,217
	261
	1,314
	36.02
	33,129

	桃園縣
	187
	59
	39
	8,870
	518
	5,563
	154.79
	168,405

	新竹縣
	82
	50
	4
	2,456
	192
	1,510
	58.84
	41,228

	苗栗縣
	120
	75
	4
	2,798
	154
	1,685
	65.92
	40,450

	台中縣
	165
	60
	23
	6,815
	462
	4,228
	80.92
	123,314

	彰化縣
	175
	88
	16
	5,536
	243
	3,462
	162.88
	98,803

	南投縣
	148
	117
	3
	2,875
	176
	1,686
	36.53
	37,225

	雲林縣
	156
	110
	3
	3,417
	255
	2,024
	122.40
	50,252

	嘉義縣
	127
	91
	1
	2,645
	257
	1,575
	66.78
	36,113

	台南縣
	163
	104
	12
	4,534
	356
	2,767
	80.85
	73,461

	高雄縣
	152
	69
	11
	5,030
	352
	3,109
	54.43
	84,944

	屏東縣
	166
	94
	2
	4,028
	313
	2,497
	59.81
	61,910

	台東縣
	91
	77
	-
	1,558
	189
	865
	25.89
	16,313

	花蓮縣
	105
	83
	2
	1,905
	234
	1,074
	23.12
	22,882

	澎湖縣
	41
	37
	-
	616
	12
	351
	323.19
	5,832

	基隆市
	42
	17
	4
	1,589
	140
	934
	323.89
	25,843

	新竹市
	29
	5
	6
	1,798
	155
	1,119
	297.79
	33,206

	台中市
	62
	3
	23
	4,527
	248
	2,866
	409.96
	87,425

	嘉義市
	20
	2
	3
	1,195
	62
	754
	333.17
	23,318

	台南市
	47
	11
	14
	2,700
	218
	1,758
	278.96
	53,468

	金馬地區
	27
	25
	1
	419
	55
	237
	150.62
	4,539

	金門縣
	19
	17
	1
	323
	47
	185
	126.28
	4006

	連江縣
	8
	8
	-
	96
	8
	52
	277.78
	533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教育統計資料（2009）
就教育經費而言，表1-2顯示，南投縣97年教育預算低於平均值133.7億元，98年的預算為91.99億元，仍低於平均值（<132.9億元）。原因在於南投縣財政拮据，大部分的收入來自於農業，因此近幾年來，縣政府一直致力於推廣觀光，並積極爭取建立生物科技園區，以改善收入來源。
表1-2 各縣市政府教育經費支出一覽表
單位：億元

	會計年度
	97 年預 算
	98 年預 算
	會計年度
	97 年預 算
	98 年預 算

	地方政府(C)
	3,344.98 
	3,322.90 
	台南縣
	145.02 
	134.22 

	台灣地區
	3,318.17 
	3,295.22 
	高雄縣
	156.99 
	149.74 

	台北市
	546.69 
	547.70 
	屏東縣
	127.84 
	120.93 

	高雄市
	243.23 
	244.50 
	台東縣
	48.06 
	48.44 

	台北縣
	386.22 
	410.99 
	花蓮縣
	61.00 
	60.99 

	宜蘭縣
	144.86 
	73.60 
	澎湖縣
	21.08 
	20.84 

	桃園縣
	230.47 
	263.42 
	基隆市
	57.13 
	57.10 

	新竹縣
	86.03 
	100.96 
	新竹市
	65.07 
	57.35 

	苗栗縣
	87.27 
	94.30 
	台中市
	144.76 
	139.16 

	台中縣
	202.14 
	192.39 
	嘉義市
	41.90 
	39.32 

	彰化縣
	156.15 
	164.41 
	台南市
	98.24 
	94.50 

	南投縣
	90.40 
	91.99 
	金馬地區
	26.81 
	27.68 

	雲林縣
	98.82 
	103.07 
	金門縣
	22.05 
	23.00 

	嘉義縣
	78.80 
	85.31 
	連江縣
	4.76
	4.68

	說明：本表因四捨五入關係，部分總計數字不等於細項數字之和。


資料來源：教育部教育統計資料（2009）
南投縣在地理與經濟因素的限制下，提出「資源有限，創意無限」的口號，希望以「教育帶動發展」，然而相較於各縣市政府及其平均表現而言，南投縣仍有努力的空間。未來如何突破困境，開啟新的出路，在在考驗執政者的智慧。
二、校長的角色探討

林明泉（2006）總結民間教改、政策法規及專家學者所列舉的校長角色，將其歸類為教育領導者、行政領導者、文化領導者、魅力領導者，使能更清楚明瞭論述校長的角色：
（一）行政管理者：行政支援教學，傳統的行政管理角色，也不可偏廢。不過近來民主參與、
權力下放、家長參與，校長行政管理權力，已不若以前強勢了。
（二）教育領導者：教學領導及課程領導等有關於教育方面領導的統稱為教育領導者，校長以往的角色偏重於行政領導，對於教學部分較少涉及，目前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教師需要有課程編製的能力，校長特別要負起課程領導的工作，不再同以往置身事外、事不關己的心態。
（三）文化領導者：校長需帶領全校師生家長，塑立學校願景，並提供實行之道，配合課程教學領導，及行政管理達到既定目標。
（四）魅力領導者：扮演好自己，擁有領導人的特質，包括個性、態度、能力等等，成功擔任校長的角色。
林明泉（2006）亦提及校長角色受到教育市場化及組織變革之影響，角色開始變遷，從

行政官僚轉變為專業人員、從管理階層轉化為領導者、從學校內部走向社區民眾、從集權到均權、從無為而治變成績效責任。這些變遷反映校長角色已不同以往，校長需要更多的專業能力來扮演好其角色，然而在「去技術化」的影響之下，校長能否實踐其理想，發揮教育理念，將成為本研究的重要焦點。
三、「去技術化」之相關文獻分析

（一）早期「去技術化」的相關概念
1.教師的「去專業化」（de-professionalization）概念
「去專業化」雖為分析教師專業制度常觸及的議題，與「去技術化」有概念上的差異；「去專業化」經常從「職業」或「階層」的觀點出發，如專業倫理信條的喪失、專業人員的普羅化等，而「去技術化」大都強調個人技術的削減與決策權的被剝奪。但「去專業化」的論述仍有部分與「去技術化」相似，值得進一步討論。
教師是否專業，一直是個爭議不休的話題（符碧真，2000）。長久以來，中外教育界均致力於教師專業化，但是比起醫師、律師等發展較為成熟的專業，教師充其量只是個半專業（semi-professional）（Doyle,1990）。Wilensky（1964）則指稱教師是「邊緣性專業」（marginal

profession），仍須不斷專業化以追求專業的地位；Bestor（1956）認為「教師專業」不過是教師救贖的象徵，以外來的頭銜掩飾自身專業的不足（引自黃嘉莉，2008）。加上教育制度長期受到大眾的關注，導致許多人都自認了解教育，並且有一套看法。民眾以自身經驗來產生對教育政策的看法，於是每個人都成了可公開議論學校政策的「專家」（Cooms,1994）。因此，教育成為人人可談論的議題，加上教育選擇權與參與權的高漲，社會大眾對教育的干涉程度是有增無減。教師的專業性受到嚴厲的審視與考驗，甚至遭受到質疑。
經分析相關的文獻，教師「去專業化」的因素大致可歸類於兩大因素：
（1）意識型態普羅化
    Derber（1982）區分了意識型態普羅化（ideological proletarianization）與技術普羅化（technical proletarianization）。所謂意識型態普羅化，係指專業人員失去控制工作與社會目標的決定權，亦即減少專業人員控制工作目標的權力，且為同時達到勞動規訓與增加生產力，讓專業人員在意識型態上認定自己的利益便是公司的利益，願意合理化自身的動機並接受規訓。而技術普羅化係指專業人員失去決定執行工作的技術，失去控制知識與工作的過程，使得工作產生更多的片段與例行工作（引自黃嘉莉，2008）。
就意識型態的普羅化而言，早期就有部分學者對於教師專業提出了質疑，批評的聲音多來自於左派的學者。Althusser就指出，學校所教授的「技術」（know-how）的知識，其中包藏了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這些知識有助於學生未來從事不同的生產工作；同時他們也習得分工體系所需要的規則（rules）與良好行為（good behaviour）。換言之，學校在表面上教授「技術」的知識，但是實際上卻是確保學生屈服於統治者的意識形態之下，加上學校偽裝成毫無意識形態的中立環境（Althusser,1971），使得社會更放心將學生交在學校手中。
    學校的再製功能促使Althusser 將矛頭指向教師。當然，Althusser 也承認部分教師雖處於惡劣環境，也嘗試與意識形態作抵抗，他們是一種英雄（a kind of hero），但是這種人非常少。相反地，相關研究更顯示大部分教師展現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思維與行為取向，是觀念簡單性（conceptual simplicity）的忠誠執行者（姜添輝，2003）。
教師所展現的工具理性思維，事實上與師資培育課程過度強調心理學導向的科目，而缺少社會文化議題的相關科目有關。教師工作事務的屬性更將教師的利益與價值觀與統治階級拉近；教學工作的繁瑣性與重複性也使教師無暇進行批判性思考（姜添輝，2002）。

（2）技術普羅化
專業人員在理性控制模式下，受限於管理與績效，於是採取最容易的方式以節省精力，產生了技術普羅化的現象。長久以來，專業人員善用特定的技術，在繁瑣程序的要求下於是趨向簡化，同時也降低專業人員對於運用特定技術的敏覺度，使解決策略趨向於同質化。因此，簡化與同質化工作任務，促使專業人員與其所學的專業技能產生了落差，減少專業人員在勞動市場中的協商權與勞動力的銷售權，同樣也因管理監督的權力，使得專業人員降低對政治的敏覺度（黃嘉莉，2008）。
為了提昇教師的專業，許多學者開始提出建言，例如強化師資培育與教師評鑑（張德銳，1992）、提倡績效責任、改革教師組織、促進決策共享（Wise,1990）、新專業主義（Hargreaves ＆ Goodson,1996）等，無非希望提升日益下降的教師專業形象，以改善教師「去專業化」或「再專業化」（re-professionalization）的困境。
2. Harry Braverman的去技術化概念
「去技術化」概念最早由Harry Braverman（1974）於《勞動與壟斷資本》（Labor and Monopoly）一書中闡述，他提到在工業化以前，工人都是受到專業傳統手工業的技術訓練，而成為一個獨立的工匠，例如：鐵匠、陶工、木匠等。然而，在工業革命之後，工匠則受雇於資本家，此時，「勞工的勞動是由資本家直接控制，但是，勞工仍能體現其本身行業的傳統知識與技術」。但是，當資本家開始體認到勞工潛在的勞動力在他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外後，資本家便開始把工人從外包制、計件制趕回工廠的生產線，使得管理者得以控制整個勞動過程。Braverman進一步延伸Karl Marx（1818-1883）的理論指出，資本家以「構想與執行的分離」(separation of conception from execution )來掌握資本主義中的勞動過程，在此勞動過程中，勞動者會產生「去技術化」的情形（引自陳玉瓊，2004）。
Braverman事實上是承襲Marx對「勞動過程」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對象是資本家與勞工，尚未拓展到其它領域。在當時，教師在左派學者眼中是標準的中產階級，因此不會被視為勞工而予以同情，更不會有「去技術化」的情形。Althusser甚至認為教師是國家意識型態機器的執行者，他批評大多數的教師不會去懷疑整個體制壓迫下所不得不從事的教學工作，反而很用心的去執行工作。教師也不會去質疑他們的付出可能維護或增強了學校的意識型態呈現（ideological representation），使得學校成為「自然」、「不可或缺」，甚至於有益於當代社會的機構（Althusser,1971）。 

教師既是意識型態的維護者，自不可能被歸類為勞工。但Michael Apple延續Braverman的觀點，將焦點至於學校教育中，並引用Erik Olin Wright的觀點，認為教師是處於矛盾的階級位置（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Apple,1995），教師一開始就是受薪階級，但卻是服務意識型態再生產的受薪階級，扛起國家統治機器的職能，與公務員、軍警一樣都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因此，教師是在勞動階級與意識形態國家機器之間的中間矛盾地帶（張盈堃、陳慧璇，2004）。Apple更進一步將教師視為具備階級意識的勞工（Apple,1995），並加以檢視分析，將Braverman的「去技術化」觀點帶入學校教育中，獲得了更多不同的新發現。
（二）Michael W. Apple的「去技術化」概念
Michael W. Apple
在1995年出版了《教育與權力》（Education and Power）一書，對於「去技術化」的概念有更深入的分析。他發現人類為了提高生產量，使用三種控制邏輯（logic of control）來達成目的（Apple,1995）：
1.簡單的控制（simple control）
簡單的控制意味著將所決定的事情告訴執行者，告知其如何繼續與遵循。Apple認為，此種控制方式對生產規模與複雜度大為增加的今日而言，已較為不重要。
2.技術的控制（technical control）

    此種控制方式較不明顯，因其隱含在工作的物體結構中。最好的例子就是機器工業中的數位控制技術，工人在機器中插入一張卡片，用以操作工作的速度及技術層次。因此，工人慢慢成為機器的附屬品（attendant）。
3.官僚的控制（bureaucratic control）

官僚的控制指涉了一種社會的結構，此種控制形式便是鑲嵌於工作場所的階層化社會關係中。工作的方向與進度、評鑑成果的步驟，以及獎賞制度，都由官僚體系的規則所決定。
「去技術化」是一個漫長且複雜的過程，在過程中，勞動力必須被切割再切割，以提高產量與效率，進而控制成本。「去技術化」之後，高成本及高技術的人員就能減少，工作進度與結果也能加以控制。此外，泰勒主義（Taylorism）
的引進，也成功合法化了建基在「去技術化」上的控制技術（Apple,1995）。
在辦公室裡，文書處理（word-processing）的技術被用來減少成本，以及控制工作進度，以有效增進最大的利益與生產力。另一方面，「去技術化」也伴隨著知識的控制，即「構想與執行的分離」：管理階層負責擬定計畫，工人按照進度完成計畫。事實上，「去技術化」的同時也進行了所謂的「再技術化」（reskilling），意即工人必須學習新的技術來操作機器，而重新的分工也再次創造了新的職業工作（Apple,1995）。
Apple主張學校就是社會的縮影，是一種特別的社會機構，可以看見上述的控制機制。他發現學校教師正面臨「去技術化」與「再技術化」的困境。套裝課程與評鑑工具使得教師「去技術化」，教師喪失了掌控課程與教學的權力，這些權力轉移至教科書廠商，教師的技能被行為改變技術（behavior modification）或班級經營（classroom management）所取代（Apple,1995）。Apple（1979）認為教師工作喪失了與任務相關的決定（task-related decisions），這個過程好比是工廠的運作，工人因為複雜的機器而被去技術（deskilled），他們做決策的能力（即使是最簡單的決策）也被剝奪了。在此種情形下，教師所期待的是學生符合教學指引的目標，而非發揮創意了。另外，如果教學的一切事務可被事先決定，師生的互動就變得不是那麼急切重要了（Apple,1995）。
Apple研究的主要焦點還是放在學校教師上，但資本主義的控制形式應隱藏於學校教育中，所影響的範圍應不只有學校教師。令人好奇的是，「校長辦公室裡的那個人」是否也受到技術及官僚的控制？形式為何？程度與範圍為何？都值得進一步的探究。
（三）公立小學校長的「去技術化」現象

校長的「去技術化」與教師的「去技術化」過程略有不同，教師的「技術」著重於教學，所以深受套裝課程的影響，因此去除的是教師的教育專業能力，而校長的專業則偏重行政知能，所以聚焦於專業行政能力之退化。誠如Apple所言，「簡單的控制」已較為不重要，因此本研究將深入討論「技術的控制」及「官僚的控制」對校長「去技術化」之影響。
1.技術的控制

一般而言，校長是學校裡擁有最大權力的人，因此很難想像校長的「去技術化」情形，再者，校長的專業形象與社會地位崇高，更令人難以與「去技術化」聯想。但Briggs-Carter（2002）觀察美國德州校長的工作量相當大，包含例行公事及大量的文書作業。校長大部分的時間都得處理每天的例行公事，參加大大小小的會議，行程經常排滿。此外，校長要面對教師、上級長官、家長、社區民眾等，也必須花費許多時間來營造良好的關係，以順遂校務的運作。例行公事導致校長「去技術化」，因為大部分的事務並不需要太多的技能，甚至無關緊要，但在結構性的因素限制下，「校長兼撞鐘」的現象依然存在，所做的事務幾乎與非技術性或半技術性的工友毫無差別。
行政工作電腦化後，雖然簡化了行政流程，但教育環境的複雜度不同以往，文書作業不減反增。舉例而言，雖然大部分的行政作業可用電腦處理，但因電腦的便利性，表格的設計更加瑣碎化與複雜化，網路的發達也使得行政溝通變得頻繁，填報作業大為增加，行政人員必須不斷學習新的電腦技巧來適應數位化的辦公環境，也就是進行「再技術化」的改造。此外，行政能力開始著重電腦之資訊素養，電腦系統所輸入的數字，取代了雙向的互動溝通，人際協調溝通之能力反而成為次要。
另外，校長為國家官方知識（official knowledge）的代言人。彭詩文（2005）研究Apple的合法化知識後指出，八○年代末美國開始推動國家課程，國家已經明顯介入學校知識的界定，及訂定國家教育目標，欲推動明確的學科標準以確保學生的學業成就。合法化知識已經變成了官方知識，與政治上的黨派意識型態結合，國家藉由其合法化地位介入學校合法化知識的訂定，迫使學校必須傳遞官方知識。校長為學校之首長，無形中扮演傳遞官方知識之角色，專業的地位於是受到挑戰，自主性也大為降低。
Briggs-Carter（2002）認為校長的領導可以簡單歸納為：堅定、公平、友善、知人善任、完成任務，以及像個男人（be a man）。成為校長似乎有一定的公式，而社會的期待會使校長遵循此種公式來走，侷限了校長未來的發展。校長的專業形象逐漸被刻板的印象所取代，而事實上，校長也朝向符合官方的期待而努力，進而被「去技術化」而不自覺。
2.官僚的控制
官僚體系與法令規章導致校長面臨「去技術化」的窘境。校長不僅要聽命與長官，也常受制於家長或其他政府官員。校長屬於公務員體系，《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規定：「長官就其監督範圍以內所發命令，屬官有服從之義務」，顯見校長必須服從長官的命令，從翁禎霞（2009）的訪談研究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某校長回憶道：「當上校長後，我以為從此可以像老鷹展翅一樣，終於可以施展手腳了，但是進入這個領域之後，才深刻體會受到上級及環境的影響，有時候翅膀要縮回一點，反而會有更好的效果」。
上級長官往往以達成教育政策為主要目標，而校長以發展學校特色及辦好學校教育為目標，雙方的目標並非完全一致，所以偶而產生衝突。民意代表的施壓亦是校長難以展現理想的因素之一，主要原因在於議會掌握學校的預算，校長也必須在議會定期會接受質詢。縣政府教育處亦受議會之監督與質詢，因此每當受到民意代表壓力時，通常會將壓力轉給學校校長，並期待能得到圓滿的結果。
此外，校長的角色常被描繪為「法令的遵循者」（rule followers）（Briggs-Carter,2002）。《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5條提到校長之年終成績考核、另予成績考核，「執行教育政策及法令之績效占百分之二十五。」。第7條則指出校長「執行重要政策或法令克服困難，圓滿達成任務」者記一大功。校長被期許為法令的遵循者，但法令卻處處限制校長發揮所長。
《國民教育法》第9條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各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明文規定校長的工作內容。但「綜理校務」卻屬法令上之不確定概念，況且《國民教育法》第10條又規定「校務重大事項」由校務會議決定；所謂「校務重大事項」，依《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2條包括：「學校各種重要章則」、「依法令規定應經校務會議議決之事項」等。目前教師會與教育行政機關對於「學校各種重要章則」的解讀與看法不一，往往造成衝突，致使校長治校理念受到制肘，被校務會議架空。
至於「依法令規定應經校務會議議決之事項」包括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等之相關事項，校長因此而失去人事權。經費方面，學校有縣政府派任之專任或兼任會計主任，一切依法行政，限縮了經費彈性運用的空間。小學教育經費經常匱乏，加上又缺少經費運用權，校長難以實現自己的理想。此種現象正符合翁禎霞（2009）之研究發現：「校長沒有人事權、經費權，唯一有的是校內的工作分配權」。
因為官僚控制的影響，校長的工作性質轉為「簡單化」（simplification）、「流程化」（streamlining）、「機械化」（mechanization）、「重複性」（repetition）及「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卻往往扼殺了創意（Briggs-Carter,2002）。「簡單化」是為了因應人手不足，以及簡化複雜的行政程序，最終目的是達成任務，反而忽略了行政「過程」中的意義與互動。「流程化」則建立了流暢的行政管道，同樣的問題在於無法洞悉事物的本質，而輕忽了行政是以「人」為本做出發點。
「機械化」與「重複性」是將人與其工作疏離，造成Marx所說的「異化」（alienation）
，人成了達成目的的機器，人為了目標而活，人類的主體性蕩然無存。「可預測性」可透過僵硬之行事曆來達成，一切都可經過精密的計算，並預測未來的結果。但在現實生活中，計畫永遠跟不上變化，突發事件往往影響學校內之全盤規劃，與官僚體系設想之可掌握的、穩定的行政系統有實際上的差距。
3.抗拒（resistances）的問題

「技術的控制」與「官僚的控制」不同處在於：「技術的控制」強調校長因外在技術（如文書作業、科技）的影響，限制了校長的專業發展，導致「去技術化」現象產生。「官僚的控制」則著重於官僚體系（如法令規章等）的介入，使得校長處處受限，進而被「去技術化」。然而，不管何種控制方式所造成的去技術化現象，都有可能面臨「抗拒」的問題。

在Apple（1995）的《教育與權力》書中，他同時也提到教師對於「去技術化」的抗拒。Apple發現部分教師意識到套裝課程所帶來的宰制現象，於是開始轉化自己的教學，改用更有趣的方式來實踐自身的教育理念。「抗拒」的發生也說明人類不只是社會結構下的小齒輪，更重要的是人類的主體性，以及主體性所發揮的「主體作用」，使得人類能進行改變，抗拒「去技術化」的發生，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意識地進行抗拒。

本研究的立場認為，公立小學校長雖然受到技術與官僚的控制，理論上應產生「去技術化」的現象，同時也會有「抗拒」的現象，只是抗拒的力量微乎其微。因為與國家機器或意識型態相比，個體的力量非常有限，難以撼動整個社會結構。舉例而言，法令規章使得校長成為「法令的遵循者」，部分校長雖有心改變現狀，但礙於現行法令，自主的空間仍相當有限。       
最後，公立小學校長的「去技術化」是本研究建立在Apple理論上的假設，透過訪談後可以瞭解校長「去技術化」的情形為何，因此本研究規劃了研究的架構圖，希望藉由此研究架構，一探校長「去技術化」的真實情況，並提出相關建議供政策上的參考。本研究架構圖如圖1-1：
圖1-1 公立小學校長「去技術化」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伍、訪談問題

根據文獻探討，本研究歸納出相關的訪談問題，期能更加深入探究公立小學校長的「去技術化」現象。訪談問題依研究架構圖區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的問題主要想知道「技術控制」對校長的影響，第二部分則用來分析「官僚控制」所產生的效應。「前導研究」所設計的訪談問題將依受試者的回答情形來調整修正，希冀未來正式研究能提出更精確、恰當的問題。
本研究所設計的訪談問題包括：

一、技術控制
（一）請問您每日的例行公事有哪些？您對這些例行公事有何看法？
（二）請問您每日批閱的公文量有多少？教育處規定的報表作業或公務填報，對您的行政作業有何影響？
（三）行政電腦化後，對您的工作有何影響？

（四）當您的理念與教育政策相同或不同時，您會如何處理？
（五）您覺得推動校務時有什麼值得回味或檢討的地方？作為一位校長，什麼事情最重要？ 
二、官僚控制

（一）您覺得校長的權力和過去相比有何差異？您要如何改變現狀？
（二）教育法令對您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三）教育處處長、科長或督學常來學校嗎？他們常去學校哪些地方？您對長官的來訪看法如何？
（四）請您談談學校的經費狀況？如果您有500萬元經費，您想要推動什麼？
（五）民意代表或社區民眾對學校會有什麼樣的期待？您對這些期待有何看法？

陸、資料分析與討論

一、受訪者背景
（一）A校長
A校長服務於大型學校，專長在於輔導工作。個性剛毅內斂，口才流利，能言善道，且與社區民眾、民意代表關係良好。訪談過程中，A校長侃侃而談，暢所欲言，所言皆能切中主題。

（二）B校長

B校長於中型學校服務，近年來積極發展學校特色，頗有所成。家長對於學校關心度不足，但B校長人脈豐沛，且善於爭取經費，經常應酬，因此在學校的時間並不多。B校長針對某些敏感問題常避重就輕，必須適時引導，方能得到真實的答案。

（三）C校長

C校長服務於偏遠地區的小校，個性沈穩，為人客氣謙和，頗受上級長官重視，因此常承接教育處各項重要活動。。C校長較少有應酬活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學校，但因每日通勤太過勞累，每週有2-3天住在學校宿舍。
表1-3 受訪者背景資訊一覽表

	
	A
	B
	C

	性別
	男
	男
	男

	資歷
	資深（＞15年）
	資深（＞10年）
	資淺（＜10年）

	學校規模
	大
	中
	小

	學歷
	學士
	碩士
	碩士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訪談地點
訪談地點均選在受訪者服務所在學校之鄰近位置或校內，事先皆與三位受訪者溝通並徵得同意後選定，訪談地點必須考量隱密，不易受外界打擾，俾利訪談過程能夠順暢進行。
三、校長「去技術化」情形之討論
（一）技術控制
1.例行公事
    Briggs-Carter（2002）針對美國德州校長的進行俗民誌研究，發現校長的角色已被描繪成法令的遵循者，踵接而來的是忙不完的例行公事，而漸漸喪失了原有的創意。在本研究中，關於每日的例行公事，A校長指出：
每天提早到學校，關心學校的路隊，與志工、導護老師們打招呼，家長都會看，看校長有沒有在做事‧‧‧看完路隊後，我會到校園走走，撿撿地上的石頭與垃圾，因為我覺得石頭很危險，是校園的重要危安因素之一。
巡視校園後，A校長會到校長是批改公文或接電話，開始展開忙碌的一天。A校長會親自將公文送至相關處室，對此A校長解釋道：

因為大學校人手有限，工友未來又遇缺不補，所以我親自送公文，除了活絡筋骨外，也可與處室互動，瞭解行政同仁執行上的難處‧‧‧研習或會議次數其實太多，還有改進的空間，我會挑選一些比較重要的參加，但有時很難決定何者重要，何者不重要‧‧‧加上要跑紅白包，這是基本的人情世故，特支費根本不夠用。
A校長未否認例行公事過於繁雜，但他會有所篩選，以減少例行公事所帶來的負面影響。B校長因在學校的時間並不長，因此採用分層負責的方式來處理例行公事：

有些事可以授權給主任，如調課、一天以內的補假等，不用每件事都要校長核章‧‧‧校長不必事必躬親，因為二流的領導是靠自己，一流的領導則是靠團隊，團隊強，整體績效自然好‧‧‧領導者的重要工作在於，知人善任，公平的分配每一項工作。事必躬親到最後會一事無成，領導者掌握的是大原則、大方向，而不是芝麻小事。
基本上，B校長的「授權」作法屬於一種抗拒策略，如同Apple所提到教師對於「去技術化」的抗拒，來降低校長「去技術化」的步調。C校長則未發展其抗拒策略：

每天事情很多，常常加班到6、7點，最近還要申請教學卓越計畫與精進課堂教學能力計畫，實在忙翻了，主任、組長也都在加班‧‧‧每天早上到學校先看一下環境整潔，接下來是教師晨會。會議結束後開始批閱公文，又要撥空拜訪家長或社區人士。
對於例行公事，三位校長均透露其無奈，尤其以在大型學校服務的A校長最為嚴重，他抱怨：

好像每天做了很多事，卻不知做了什麼事（笑），一天就過去了‧‧‧
B校長除了抱怨之外，卻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其實這要看校長的個性，有些校長會充分授權主任，有些則不會，工作往身上攬，自然吃不消‧‧‧學校承接了很多教育處的例行公事，如原住民教育、教育優先區、本土語言相關會議等，有時亦無可厚非，但有時實在忙不過來，很難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管是親自或授權他人處理例行公事，其實還是無法掩飾例行公事過多的現象，但弔詭的是，部分例行公事卻相當重要，即使只具象徵性的意義，如關心路隊的秩序、撿拾校園垃圾等，也能發揮一定的效果。另外，部分例行公事則需要高度的技巧，如主持會議等，很難與校長的「去技術化」做密切聯想。
但畢竟處理這些例行公事佔用了不少時間，對於時間有限的校長而言，的確是一大困擾。時間的壓縮，往往迫使校長必須有所取捨，有些理念也因此暫時無法實踐。「授權」的作法也顯示出校長的抗拒行為，有效降低校長「去技術化」之影響。
2.文書作業

文書作業幾乎是每位行政人員必做的事，過多的文書作業常造成負面的影響。關於文書作業工作，A校長反應：

公文堆到看不見人，有時出差1、2天，公文堆積如山‧‧‧每天都有很多公文、假單、請購單要批示，沒有一天辦公桌是乾淨的，幾乎每天要加班處理，但是處理公文的效率還算不錯，很少有延宕的情形發生。
B校長並未否認公文量太多，但他說：

公文有輕重緩急，可以挑選具有時效性的先批改，一些比較次要的，可以留在後頭‧‧‧另外學校應建立代理制度，一般性的案件可由主任代理即可。
B校長使「授權」的方式來減輕文書作業可能產生的影響；C校長談到自己學校的實際情形：

小學校公文量較少，很多公文都指定13班以上學校承辦，本校是6班小校，比較不受影響‧‧‧大部分的公文都是研習進修或教育相關活動訊息，只需要公告宣傳而已，真正需要大費周章來處理的公文並不多。
綜合上述的訪談內容，可以得知，公文處裡的數量會因學校規模而有差異，不可相提並論。大型學校的公文量多於中、小型學校，不只如此，大型學校要辦裡的公文案件也遠比其它規模的學校要來的多。B校長所說的代理制度，是一種抗拒的模式，大幅減低文書作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此外，文書作業對於校長而言應不至於構成太大困擾，因為主要業務仍有主任承辦，校長只需判行決定即可。
另外，教育處為了因應教育部的考評，經常會轉而向學校要求，因此經常必須填報相關成果資料。A校長有技巧性地說：

學校有成果應適時的呈現，這是好事，但大量的填報作業有時令人吃不消，教育部其實立意良好，但要考量學校的業務量，並且整合各項評鑑業務‧‧‧像之前有視力保健、體育、午餐、友善校園、衛生等訪視，後來整合為五合一統合視導，這是好現象，但最近不知為什麼又改回單一項目評鑑訪視。
B校長對於文書作業，提出自己的想法：

各種訪視評鑑雖多，但學校總有特色，可以排列優先順序，發展重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啦，你應該也清楚，像最近藝術與人文素養指標績優學校的評選，我覺得我過去投注了很多心力在發展學校特色，如獨輪車、游泳教學、田園教學等，因此提出申請，並且請印刷廠印製精美手冊、DVD光碟片，對於各項評鑑指標都積極準備。至於其它項目的評鑑，則會準備基本的資料呈給評鑑委員看，不會多花時間去準備。
C校長從另一個角度看待這個問題：

學校總是有自己的特色，要開展學生的多元智能，能夠透過成果的填報來展現，未必是壞事，但建議其實可以根據歷史傳統指定學校發展一些特色，像我過去得過教學卓越銀質獎，今年目標則放在金質獎，去年獎金我也很慷慨的分給工作人員，我希望能夠提振大家的工作士氣‧‧‧話說回來，學校不可能樣樣都包，一定要聚焦於某些特色上，找出學校的『亮點』，才能發光發熱。
報表作業對於行政人員已造成負擔，但學校也發展出抗拒的策略，由B校長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及C校長的「亮點」之說，可以看出端倪。報表作業應可整合，但卻未付諸實行，實際原因可於未來訪談教育處官員後，得到真正答案。
3.資訊科技

資訊素養是行政人員必備的技能，但高度的電腦化對於行政作業有何影響，可以由A校長口中得知：

資訊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經常趕不上，所以我會請主任或資訊組長幫忙‧‧‧但太過依賴電腦是件麻煩事，學校網路曾經有一段時間不通，很多事都停擺，有時校長室電腦送修，造成我很大的困擾。
事實上，校長通常扮演決策的角色，因此對於資訊科技能力的要求並不高，反而幕僚的資訊能力影響較大，B校長的說法證實了這個觀點：

這是一個十倍速的時代，凡是都靠電腦，校長要自我提升資訊能力，參加各項研習，才跟得上時代‧‧‧有時學校內有電腦高手，可向其請教或請求協助，也不為過，教學相長‧‧‧。
C校長較年輕，具有一定之電腦能力，不過他仍擔心資訊科技所帶來的隱憂：

有少數校長因為資訊能力不足，而感到困擾‧‧‧學校的資訊工作由專業廠商負責，如果廠商獅子大開口，很傷腦筋，小學校資訊經費不足，負擔不起大筆的維修費用，必須轉向外界求助。
行政電腦化造成行政人員對於電腦的依賴，未蒙其利，反而處處受到限制，由A校長及C校長的口中得以證實。B校長所答雖未完全切中題意，也可隱約看出B校長對資訊人員的依賴。行政快速電腦化後，造成部分人員無法跟上變革的腳步，因此只好尋求專業人員的協助。但即使校長不具備一定資訊能力，學校仍可正常運作，原因在於學校的資訊團隊是否能夠提供充足的支援，來解決層出不窮的電腦問題。
4.官方知識

至於官方知識，Apple指出，合法化知識已經變成了官方知識，與政治上的黨派意識型態結合，國家藉由其合法化地位介入學校合法化知識的訂定，迫使學校必須傳遞官方知識。校長為學校之首長，無形中扮演傳遞官方知識之角色，但教育政策往往和校長理念不盡相同，此時會發生衝突，A校長認為：
教育部與教育處有時有其立場，我們必須予以尊重，像發展客家語，本校並不是客家地區學校，但教育處經常來關心，學校當然也要有所因應‧‧‧所謂因應就是『事有先後』，盡量兼顧每項要求，但著力點可重可輕。
B校長與A校長看法類似：

校長的角色是承上啟下，往上面對教育處，對下則要帶好老師、學生，與教育政策理念不同時，可思考一些執行策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例如本校發展獨輪車社團，對於其它的政策，經費自然分配較少，但也不是完全沒有經費，盡量做到面面俱到。
C校長提及：

理念衝突較少發生，如果真的發生，會以孩子為最重要考量點，對孩子有利的優先發展‧‧‧我並不是說有些事情不重要，而是做任何事有先後順序，校長可以經通盤考量後來決定。
本題主要是探究校長是否為官方知識的代言人，由訪談內容可以得知校長的抗拒策略，如A校長的「事有先後」、B校長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C校長的「先後順序」之說等。因此，基本上校長仍無法反抗國家機器，必須宣傳其意識型態，但不同規模學校的校長依舊會發展出抗拒策略來因應上級的要求。
另外，從治校經驗可看出校長的行事風格，也可概略窺探其價值觀。關於治校甘苦談，A校長回憶道：

治校最大的快樂在於看見學生的進步與成長，最值得檢討的是國內關於教師會成立的相關規定，在國外，教師會只有兩級，台灣卻有三級，就是全國、各縣市及各校教師會。學校內的教師會立場有時與學校相左，經常水火不容，又聽不進別人的意見，一直杯葛學校的決定，‧‧‧但他們是為了學生的利益嗎？還是自身的福利？值得商榷‧‧‧當然學校也有可能與教師會正向發展，但這要看教師會領導人的心態。
B校長則說：

辦學過程有甘有苦，這是必然，也是人生歷練。我最美好的回憶是獲得社區家長的認同，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經費不足，也有幾位要好的議員幫忙，利用地方配合款讓學校添購一些軟硬體設備‧‧‧治校期間最大的困擾在於擔心學校老師的配合度，例如週三下午的進修到底老師要不要強制參加（停頓）？如果照教師法規定，教師進修是教師的權力也是義務，是否參加取決於校長的考量，校長必須跟老師溝通清楚，人家說「帶兵要帶心」，有時要堅持，有時也要「搏感情」。
C校長對於治校甘苦則有下列的說法：

學校屬於小校，治校過程甘多於苦，如果要說苦，就是交通不便，減少了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學校的事務當然很辛苦，但有時想想自己所做的是有意義的事，也能稍微獲得安慰。

當論及作為一位校長，什麼事情最重要時，A校長談及：

校長為學校首席教師，最重要的應該是提升教育品質，做好課程視導，我會要求四處主任及教學組長輪流巡堂，一切都應該以孩子為重。學校是社區型學校，家長很重視老師的教學，所以我經常接到家長的電話，我也會帶著家長會長進入教室觀察老師上課。
言下之意，A校長相當重視教學品質，從訪談中亦得知A校長親自檢閱學生的作文簿，可見其對於教學品質的要求。B校長面對此問題，毫不思索的回答：
當然是安全，安全第一，沒有安全就沒有教育。校園不安全，家長就不會放心，學校辦得再好也是徒然，所以我將安全擺在第一順位。
研究者曾造訪過B校長的學校，校園內的遊戲器材均有鋪設安全地墊，B校長的說法應屬可信。C校長也認為校園安全是治校首要之務：

學校雖小，但還是籌措經費投保場地責任險。新聞媒體上常出現因為過失而必須賠償的案例，少則數十萬，動輒數百萬，對於公務人員來說，實在負擔不起。
從治校甘苦談及辦學優先順序可以看出校長的價值觀，由上可知，每位校長辦學的著力點不同，不外乎以教學或安全為考量，較少著重於學生之創意或批判性思考，仍不脫其官方知識代言人之角色。
（二）官僚控制

1.法令規章

前已述及，校長的權力已大不如前，正如張榮輝（2009）所言，校內的重要計畫須經集體決定，但校長卻要為成敗負責，造成「負責任的無權決定、享權力的不必負責」的現象，現在的校長往往從「有責無權」變成「赤手空拳」，到最後「委曲求全」。對此A校長提出他的想法：
校長的權力實在不如從前，早期的校長和督學對老師有行政調動權，後來被取消了，校長就好像被拔了毒牙的蛇一樣，失去了威信。
B校長對此發表意見：
校長的權力跟過去相比，確實遠遠不如，但面對時代的轉變，校長的領導風格也要轉換。過去的威權領導必須要改變為轉型領導、魅力領導，這是心態上的轉變，校長還是有法職權、參照權等，可以權變式的轉化運用，就像我之前所談的「帶兵要帶心」，不是每件事都要靠威權，而是善用非正式溝通，軟硬兼施，才能達到效果。
C校長語帶抱怨的說：
過去校長說了算，現在的校長說了就「算了」。現代校長的權力被大幅縮減，所負的責任卻沒減少，這是一種不公平的現象‧‧‧有些事校長不能決定，卻要負全責，造成權責不相符的亂象，實在有必要檢討，所以很多校長到了屆齡退休的時候，就不再繼續服務了，選擇離開教育界。
至於法令規章的部分，A校長提出較多的想法：
法令規章有時雖然綁手綁腳，其實還是有解讀的空間，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大家對法令的解讀不同，見解不一，校內的紛爭就持續不斷，誰也不服誰。舉例來講，法令內規定有些事情由「學校」決定，由字面上來看，「學校」當然指的是校長的行政裁量權，但有人偏偏認為「學校」是指合議制的會議，要求舉手表決‧‧‧

法令規章的設計有助於行政體系運作的穩定，但由於法令的不明確或種種不切實際的限制，使得法令規章產生負面的效果，如A校長所說的「綁手綁腳」，許多的教育理念就無法實現。
2.科層體制

科層體制是高度理性的產物，但不可諱言的是，科層體制也招致了許多學者的批評。就實務面來說，科層體制中所建立的從屬關係有利於命令的有效執行，其中上級長官扮演了重要關鍵角色，由校長與教育處長官的互動，也可看出科層體制對校長所產生的影響。對此，A校長回憶道：
處長及科長公務繁忙，無法常到學校，但對學校的關心卻絲毫不減少，學校重要活動或會議還是會親臨致意。駐區督學則經常蒞校視導，倒不一定是學校出了事，有時來關心學校的辦學情形，鼓舞打氣，給予行政指導。
B校長對於長官的來訪表示：
上級的教育視導往往是要瞭解教育政策的執行情況與進度，發現學校執行上的困難點，給予協助或經費上的補助，這是很正常的情形。長官來到學校，當然要展現學校的優勢點，凸顯團隊用心經營的成果，但是可以適時跟長官報告執行上的困難點，爭取奧援‧‧‧我通常會邀請他們到校長室，略盡地主之誼，如果時間許可，會帶他們去看獨輪車隊練習，或做校園巡禮。
    C校長的學校地處偏遠，上級長官較少訪問：

        學校交通不便，有時颱風一過，路就不通了。學校又地處土石流警戒區，往往要靠吉普車才能上來學校，因此長官的訪視次數較少。但重要的場合，如畢業典禮，縣政府還是會派員指導‧‧‧長官通常會先到校長室坐，依訪視表調閱相關的成果資料，或請學校e-mail相關資料過去。
與長官的互動似乎不會造成三位校長的困擾，但實際的情形還是要訪問學校主任及教師後，才能確認三位校長的說法。
3.教育經費

學校教育經費經常匱乏，加上又缺少經費運用權，校長難以實現自己的理想。為瞭解校長因教育經費缺乏所受的限制，研究者設計了一題假想題，即假設學校有500萬經費，學校主要的推動目標為何？對此，A校長回答：
以前教育廳還在的時候，經費動輒數百萬，而中興新村又在南投縣，爭取經費比較容易。凍省以後，經費嚴重縮減，學校能有幾十萬的經費就很不容易了‧‧‧如果學校有500萬經費，會先做運動場改善工程，包括人工跑道、觀眾看台、司令台、籃球場、體育器材等，因為學校跑道過短，籃球架又接連損壞‧‧‧如果經費還有剩餘，會投資於社團上，包括排笛團、口琴樂團等，都需要龐大的經費。
B校長面對此問題時，稍微楞了一下，沈思了一會兒，緩緩說道：

500萬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如果學校有500萬，我會先改進學校安全措施，剩下的錢則用來購買教學或圖書設備。 

C校長提出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我的作法會先設置太陽能設施，因為學校的水電費經常超支，使用太陽能可以為學校節省大量電費。剩餘的經費會用來打造綠色學校或永續校園局部改善工程，如滯洪池、不透水鋪面、植物生態園區、落葉堆肥區等。如果經費還有剩餘，會加強無障礙設施，像無障礙廁所、電梯等，都是很友善的設施‧‧‧
經費不足是三位校長所共同面臨的問題，因此常造成教育理念無法付諸實行，也間接導致校長的「去技術化」現象。
4.社區關係

民意代表或社區民眾通常對學校會有不同的期待，有些期待過高，往往造成學校校長的困擾，對此A校長認為：
民意代表或地方仕紳是重要的資源，尤其學校是社區型學校，一定要做好「敦親睦鄰」的工作‧‧‧我會儘量回應社區的期待，舉個例子來說，之前大校門遷建，居民以影響風水為由，大力反對，經過幾次折衝與協調，終於獲得認同，學校也提供部分停車位供社區民眾使用，事情獲得圓滿解決‧‧‧民意代表基於服務選民，會來關心，這是職責所在。站在學校的立場，會做各方面的考量，儘量面面俱到，但不可能照單全收，因為如果大家都這樣，要怎麼辦？
B校長的人脈關係良好，他回應道：

辦學要成功，學校、家庭、社區，所謂的教育鐵三角缺一不可，所以社區要學校化，學校要社區化‧‧‧社區民眾會有所期望，代表對學校辦學的肯定，學校當然不能令其失望，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滿足其要求。民意代表的關心指教是學校成長進步的動力，是否配合，端看校長的態度。有些校長願意配合民意代表，資源自然比較多，如果不配合，要爭取經費比較困難‧‧‧不只民意代表，企業界的人脈也很重要，像學校推獨輪車需要許多經費，不同高度的獨輪車、維修費用、民俗體育服裝等、不是學校經費負擔得起，必須尋求外界的支援‧‧‧
社區關係的良窳將間接影響學校資源的多寡，因此校長對於營造和諧穩定的社區關係均相當重視，但如果社區的要求過多或不合理，造成學校的困擾，的確也會影響校長的辦學，由訪談內容中可以得知。
柒、反省與建議

一、研究者的自我省思
完成訪談之後，研究者發現一些缺失仍有待改進，茲分述如下：
（一）訪談時間超出預期

原先在排定訪談行程時，約定訪談時間為30-40分鐘，但跟A校長的訪談長達70分鐘。原因在於A校長侃侃而談，有時稍微偏離主題，研究者不知如何打斷，又擔心造成失禮，因此延誤了時間，導致後面的訪談題目過於匆促。另外，A校長在訪談中接了3通手機（家人2通、國小校長1通）、B校長接了2通（國小校長1通、議會機要秘書1通），通話過程延長了訪談時間，此外，接續訪談時，常造成必須重新回想主題，使得訪談時間超出預期。
（二）訪談過程中仍有干擾

為了確保訪談過程不被干擾，與A、C校長約在餐飲店、B校長約在圖書館，地點均與校長討論後敲定。但訪談過程中，A、B校長分別接了幾通手機。另外，與B校長在圖書館的訪談，受到學校鐘聲的干擾，但影響不大；和C校長的訪談在家長會長的小吃店，會長的熱情招待打斷了訪談過程，實始料未及，但所幸影響不大。
二、受訪者給予的回饋

訪談結束後，研究者詢問受訪者對於訪談問題的意見，茲整理如下：
（一）應將學校規模因素納入考量

B校長在回答「如果您有500萬元經費，您想要推動什麼？」時，稍微楞了一下，沈思了一會兒，口中唸道：「500萬是一筆不小的數目」。研究者發現，500萬元經費對於大、中、小型學校而言，意義可能不同，學校規模必須考慮進去，訪談題目在正式研究時也需要修改。
（二）應考慮學校地理位置所造成的影響

C校長於偏遠地區服務，他認為學校地理位置偏遠常常意味著小班小校、交通不便、學童文化不利、資源短缺、家長較少的涉入等，因此在未來研究過程中，應區分都市、鄉鎮、偏遠或原住民地區，以探究不同地理區域所產生的影響。
三、研究建議
藉由分析訪談內容後，研究者發現，技術控制中的「例行公事」、「文書作業」、「資訊科技」及「官方知識」的影響較少，原因在於校長的「抗拒」策略，將部分工作授權於學校主任，包括「例行公事」、「文書作業」及「資訊科技」等，校長不必事必躬親，大幅減少技術控制對於校長的影響。除此之外，校長雖扮演官方知識的代言人，但理念與政策不合時，仍會發展因應對策，一方面執行國家政策，另一方面，藉由著力點的輕重，來減輕心理上所產生的不滿。
就官僚控制而言，「法令規章」、「教育經費」及「社區關係」影響較大，「科層體制」影響較小，由此可看出校長所發展的新策略來因應法令規章及科層體制的束縛，此種策略亦是另一種形式的抗拒。「法令規章」的不明確或種種不切實際的限制，使得法令規章產生負面的效果，也讓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對於法令有不同的解讀，進而造成學校內部的紛爭。「教育經費」的不足是相當客觀的因素，因為缺乏經費，校長的理念難以付諸實現。就現實而言，學校的軟硬體設施都需要經費，如無法籌措足夠的經費，的確會造成辦學實務上的困擾。
「社區關係」直接反映了民意代表或社區民眾對於學校的期待，也代表不同利益團體的觀點與立場。由研究訪談可以證實社區的期待對校長辦學的影響，校長需要豐沛的社區資源，而社區民眾也希望自身的需求能被滿足，因此學校與社區是一種互利共生的關係。但當社區的期待高於學校的能力所及範圍，就會對校長的辦學產生直接的衝擊效應，進而導致校長的「去技術化」。
「科層體制」對校長而言，產生的影響力較小，因為校長能運用其社交能力與上級長官培養良好的關係。再者，當長官蒞校訪視時，校長會展現學校最好的一面，凸顯學校的優勢，以贏得長官的信任。
綜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1） 制定較具明確性的法令，並能兼顧彈性
校長係屬公務人員，必須依法行政，因此法令規章如能明確化，有助於減少學校內部的紛爭。但法令如過於繁瑣，或專注於細節，則會導致缺乏彈性。因此，法令制定者應該傾聽校長的意見，瞭解法令的窒礙難行處，蒐集並通盤檢視目前具爭議性的條文，尋求改善之道，以減少因對法令不同見解所產生的爭議，進而順遂校務的發展，為國家教育創造更美好的明天。
（2） 瞭解學校需求，編列充足經費

學校對於教育經費的配額經常感到不足，因此政策制定者有必要深入瞭解學校的實際需求，適時改變預算編列的比例，並修改相關之法令，導入學校本位管理的概念，使經費之運用得以彈性化。如擁有足夠的經費，且能彈性運用，相信能夠讓校長施展更多抱負，完成更多的教育夢想。
（3） 強化學校公共關係，並建立相關機制
學校應設立專責部門來經營公共關係，建立與社區民眾或民意代表的溝通管道及聯繫平台，積極爭取社區的豐沛資源，並增進社區民眾對於學校的認同，俾有助於校務的正向發展。另外，在與社區民眾或民意代表進行溝通的過程中，如遇爭議性的問題，應強化溝通技巧，真誠而積極的謀求解決之道，如有需要，亦可尋求上級或公正單位的調解，以求事情的圓滿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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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問題

一、簡介：介紹自己並解釋訪談的目的，除了徵求同意錄音、做筆記外，也對受訪者保證訪談內容只限於研究用途，一切資料將予以保密，以確保當事人的隱私。

二、暖身題（warm-up）

   1.您擔任教育人員的資歷有多久？其中擔任教師、主任、校長或其它工作的年資各幾年？

   2.請問您是否曾經調動過？原因為何？
三、訪談主體

（一）技術控制

1.請問您每日的例行公事有哪些？您對這些例行公事有何看法？

2.請問您每日批閱的公文量有多少？教育處規定的報表作業或公務填報，對您的行政作業

有何影響？

3.行政電腦化後，對您的工作有何影響？

4.當您的理念與教育政策相同或不同時，您會如何處理？

5.您覺得推動校務時有什麼值得回味或檢討的地方？作為一位校長，什麼事情最重要？ 

（二）官僚控制

1.您覺得校長的權力和過去相比有何差異？您要如何改變現狀？

2.教育法令對您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3.教育處處長、科長或督學常來學校嗎？他們常去學校哪些地方？您對長官的來訪看法如何？

4.請您談談學校的經費狀況？如果您有500萬元經費，您想要推動什麼？

5.民意代表或社區民眾對學校會有什麼樣的期待？您對這些期待有何看法？

四、冷卻題（cool-off）

   1.您還有什麼想要說的嗎？還有其它您認為重要卻未談論到的嗎？

   2.您覺得有哪些問題是很難回答的？為什麼？
五、結尾（closure）：謝謝您的配合，如果本研究後續還需要您的協助，希望能與您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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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Apple出生於1942年，現服務於美國Wisconsin-Madison大學的教育政策研究學系，主要興趣為研究教育中文化與權力之關係（Wikipedia,2009）。


� 「泰勒主義」又稱科學管理，是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所發展的理論，用以改善勞動的生產力。Taylor認為過去依據傳統或經驗法則所形成的決策將被精準的工作流程所取代，以提昇效率並減少浪費（Littler,1978）。


� Marx在1844年的《經濟與哲學手稿》中提到工人所生產的產品，雖投注其生命在裡面，卻不屬於自己。勞動者不僅無法控制自己的產品，甚至在許多情況下，工人對於他所生產的內容感到毫無感覺與意識。人們在其勞動中不但不能肯定自己，更否定了自己。Braverman延伸馬克思「異化」的概念指出，在勞動過程中，因為大量生產模式和管理技術的出現，導致勞動過程的「概念」與「執行」分離，從而造成「去技術化」(deskilling)與「退化」(degradation)的現象發生（引自陳玉瓊，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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